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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不仅是多样化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集中区，也是公共服务设施

消费的热点区和城市活力的窗口区。已有城市多中心研究主要关注就业和人口多中心，却较

少关注公共服务设施多中心特征。基于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点要素数据，结合不同类型

和等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与质量特征，采用加权核密度与等值线分析等方法对北京市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热点区分布的空间模

式有所差异，但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中心边缘结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分别呈现出

“一心五片”与“一核多点”的空间特征；根据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的等值线分布综

合判定，研究区范围共识别出136个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其集聚强度与距市中心距离呈现

出U型变化规律，与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存在指数分布规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最近公共服

务设施集聚中心距离对北京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其相对影

响强度超过“市中心距离”区位变量；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形成机制包括自然历史

因素的基础作用、经济发展因素的主导作用、社会需求因素的调节作用和规划政策因素的引导

作用。研究认为应加强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空间均衡化建设，适度增加城市边

缘郊区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数量和服务能级，有助于引导和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和人口

向城市郊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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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都市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集聚不经济产生，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开始引起
政府部门和城市研究学者的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就业和居住人口的城市多
中心[1,2]，缺乏公共服务设施视角的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研究。公共服务设施是指城市中
呈点状分布并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教育、医疗、文体、商业等社会性基础设施[3]，其配置的
数量、品质和丰富度对一个地区的宜居水平和居民生活品质产生重要影响[4]。北京作为中
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先行者，其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结构更加值得深入研究。从供给端
来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北京城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作为全国首善之区的各种
资源优势，带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5]，与此同时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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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和不充分现象也比较普遍[6-8]，进一步阻碍了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从需
求端来看，伴随北京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改善，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特点也经历了快速
变化，设施需求的多样化和高品质要求成为最新趋势[9]。但长期以来政府供给为主的“自
上而下”公共服务设施配给模式，有形或无形地导致了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与需求的信息
不对称与供需不匹配，进而造成了北京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不高、获得感不强
的现实困境 [10]。因此，如何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多中心体系建设和更加有效地提供多样
化、高品质的公共服务设施，成为北京和谐宜居城市建设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需要
解决的现实问题。

城市多中心最早源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沙里宁的有机疏散以及哈里斯和乌尔曼的
多核心空间结构等城市规划思想和理论。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来看，城市多中心主要指
具有两个及以上的要素集聚中心，且各中心之间构成分工协作的功能体系、等级均衡的
开发规模和联系密切的有机整体等特征[11]。已有的城市多中心识别分析主要集中于人口
与就业视角[12]、企业组织联系[13]、通勤流或信息流[14]等视角的实证研究，却很少关注城市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特征。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是指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要素空
间集聚所形成的公共服务中心，具备设施分布的高密度和多样性等重要特征[15,16]。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空间集聚的合理机制在于，不仅能够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设施消费
选择，提高居民的设施使用率和满意度，同时部分设施空间集中建设还可以节约用地和
降低建设成本，并方便后期整体运营管理，提高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运行效率[17,18]。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地理和规划学者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地理位置
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应用，POI、手机信令、百度热力图、公交卡、浮动车、社交媒体
签到和工商企业在册登记等多源异构数据在城市研究领域开始得到广泛应用[19,20]，并迎来
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新机遇和高潮。新近的一些研究重点关注职住空间分离[21,22]、城市
多中心测度[23,24]、建成区边界识别[25]、城市功能区划分[26-28]、商业中心[29,30]和其他产业空间
结构分析[31,32]等内容，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作为城市空间结构
的重要构成，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结构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话题之一。不少学者围绕教
育、医疗、养老、公园绿地和零售商业等设施的空间格局、可达性与公平性开展了大量
实证分析[33-35]。但过去研究主要以单一类型公共服务设施为对象，关于不同类型公共服务
设施空间结构，尤其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多中心的研究还特别缺乏。

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内外学者曾利用人口、就业统计数据或新兴大数据对城市多中
心测度进行了大量探索，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 3类。第一类方法为密度和规模门槛法。
有学者基于洛杉矶案例提出了就业次中心判定的建议门槛阈值，每平方英亩就业人口密
度至少超过10人，连续地块的总就业规模超过1万人[36]。但该方法对研究者的经验判断
依赖性较强，由于不同城市的地域特殊性，后来学者又不断尝试探索新的适宜门槛标
准[37,38]。类似的，也有学者采用了相对门槛思想，运用等值线方法提取了要素分布的相对
高值集聚区作为次中心[39,40]，该方法由于简单直观也被广泛采用。第二类方法为非参数模
型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是麦克米伦提出的两步识别法，首先提取就业密度平滑表面函数
的残差正值作为候选中心，第二步再将非参数就业密度函数估计中具有显著解释力的地
点作为就业次中心[41]。第三类方法是空间统计方法。该方法通过空间自相关技术来识别
城市空间要素分布的显著高值区，作为备选城市次中心[42]，但评价结果却容易受到可塑
性面积单元问题（MAUP）的影响。纵观以上方法，等值线方法最为简洁直观，较清晰
的表达了城市多中心识别的具体内涵，同时也更加适用于精细空间尺度的数据分析。

鉴于此，本文基于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点要素数据，根据不同类型和等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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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和质量特征，采取加权核密度和等值线等GIS空间分析方法来识别
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并检验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以
期为科学识别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提供方法参考，同时也为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空间优化提供决策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共选取了购物设施、餐饮设施、金融设施、教育设施、医疗设施、文体设施、

养老设施、休闲游憩设施和公共交通设施等九大类 17小类的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数据
（见表1）。由于缺乏统一的官方数据，餐饮设施、购物设施和金融设施由高德POI数据进
行替代，其他类型公共服务设施数据均来源于2016年北京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主管部门
官网公布数据或线下申请获取，根据城市数据派提供的GeoSharp1.0软件对公共服务设施
地理位置进行地址解析和坐标转换，最后得到统一的经纬度坐标参考。

参照国家住建部和北京市政府出台的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半径规范标准和研究经验取
值，对北京城市九大类17小类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进行合理设定。一般来说，社区
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最佳服务半径为500~1000 m；街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最佳服务半径为
1000~1500 m，最大不超过2000 m；养老设施和综合医院通常隶属于城区级或城市级公
共服务设施，最佳服务半径分别设置为10 km和20 km，分别对应30 min和60 min的公
交车出行距离。

为了进一步反映同等级公共服务设施内部的质量差异，参照其他学者的公共服务设
施质量赋值方法[43]，对教育设施、基层医疗设施和休闲游憩设施等3类设施的服务质量进
行分级赋值。其中，教育设施质量分级首先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公布的示范幼儿园名
单，将幼儿园划分为普通幼儿园和示范幼儿园2种类型，分别赋值为1分和2分；参照21
世纪教育和搜狐等网络机构公布的 2016年北京市小学排名，将排名为 100名以后、前
21~100名和前20名的小学分别赋值为1分、2分和3分；根据北京市公布的不同批次示范
中学名单对中学质量进行赋值，由于第一批次的示范中学整体排名相对靠前，将其赋值

表1 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类型划分和数据来源
Tab. 1 Types and data source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Beijing

大类

购物设施

餐饮设施

金融设施

教育设施

医疗设施

文体设施

养老设施

休闲游憩设施

公共交通设施

小类

便利店；普通超市；大型连锁超市

餐馆

银行机构

幼儿园；小学；中学

基层医疗设施；一二级医院；三级医院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文体综合设施

养老服务机构

注册公园

公交站点；地铁站点

数据来源

高德POI数据

高德POI数据

高德POI数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北京市文化局、文物局和体育局

北京市民政局

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

分别来自北京城市实验室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注：基层医疗设施包括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文体综合设施包括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

馆、演出场所和体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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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分；其他批次的示范中学和部分区县重点中学赋值为2分，剩余的普通中学赋值为1
分。不同类型基层医疗设施的服务品质也有所差异，将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分别赋值为1分和2分。休闲游憩设施质量的评判依据是，根据首都园林绿化政务
网认定的普通公园和精品公园，分别赋值为1分和2分。

为了检验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与居民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的关系，本文还使用到
2013年北京宜居城市调查数据，调查内容包括被访者的居住空间位置、不同宜居要素满
意度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特征等丰富信息。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000份，回收有效问卷
5733 份，问卷有效率达到 81.9%。再剔除部分无效地理位置或社会经济属性缺失的数
据，最终用于本研究的有效样本数量为5146份。
2.2 核密度分析方法

核密度分析作为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测度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质是一种非参数分
析方法，通过计算一定窗口范围内的离散点密度，将计算结果作为该窗口的中心值，对
于落入搜索范围内的点，距离搜寻中心点越近，被赋予的权重越大[44]。核密度分析的方
法优势为可以同时反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点要素的空间服务范围和距离衰减特征。计算
公式为：

f (x) =∑
i = 1

n
1
nh

k
æ
è
ç

ö
ø
÷

dis

h
（1）

式中： f (x) 为核密度函数； h 为距离衰减阈值（即带宽）； n 为搜索距离范围内的点要

素数量； k 为空间权重函数； dis 为中心点 i 到点 s 的距离（dis < h）。核密度方法的关键

是带宽的选择。根据过去文献经验[45]，空间权重函数的选择差异，对结果生成的表面影
响相对较小，而带宽选择对结果生成的表面影响却较大。如果带宽选择过大，会生成比
较平滑的密度表面，更适合反映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整体趋势；如果带宽选择较小，更
适合突出局部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特征。本文根据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服
务半径，而选择不同的带宽，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实际服务范围大
小，并用部分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质量评分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处理。
2.3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识别方法

参照已有研究方法[15,16]，本文选择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与混合度两个指标来识别北
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分别反映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规模强度和多样性特
征。借鉴王芳等[30]识别北京市商业功能区的经验做法，首先将研究区栅格单元的集聚强
度和混合度平均值作为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提取的阈值标准；然后采用等值线方法进一
步分析符合筛选条件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提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等值
线分布的相对高值闭合区域，作为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最后再提取公共服务设
施集聚区的几何中心，作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图1为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
聚中心识别的具体技术流程。其中，集聚强度和混合度的计算步骤如下：

（1）集聚强度测度。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表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整体集聚
规模。其计算方法主要包括三步：① 根据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将其作为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核密度分析的带宽选择，同时按照部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质量
进行加权分析，表征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有效服务范围和距离衰减特征，根据多个
栅格单元大小的反复试验比较，最后将输出栅格单元大小统一为 250 m×250 m最为适
宜。② 按照自然间断法将公共服务设施核密度分析结果进行栅格重分类，分为 5个等
级，按照设施分布密度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5分。③ 根据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栅格
重分类结果，采用栅格计算工具进一步加权求和，将居民对不同类型设施的需求偏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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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权重，最终得到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集聚强度值。其中，购物设施、教育设
施、医疗设施、文体设施和公共交通设施等核密度图是由各个子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经过
核密度分析、栅格重分类、栅格计算和再次栅格重分类等多次计算过程得到，各个子类
型公共服务设施的核密度分布图在此将不再展示。

（2）混合度测度。公共服务设施混合度反映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均衡
性，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密度越接近，表明该类型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混合度
越高。混合度采用辛普森多样性公式进行计算[46]：

D = 1
æ
è
ç

ö
ø
÷∑

i = 1

n

P 2
i （2）

式中：D为公共服务设施混合度； Pi 为不同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核密度等级值； n 为公

共服务设施类型数量。混合度的分析空间单元与设施核密度分析的输出栅格单元大小保
持一致，即250 m×250 m。

3 结果分析

3.1 公共服务设施热点区分布
采用质量加权的核密度分析方法对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热点区进行刻画。图 2

结果显示，北京市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热点区空间分布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中心高
边缘低”空间格局，由于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数量、质量和服务半径的差异，各
类公共服务设施热点区的空间特征也存在差异性。

餐饮设施分布呈现出“大集聚和小分散”的团块状空间格局，四环道路以内中心城
区的北部和东部地区的高值区分布数量明显较多，同时在城市郊区中心街道地区也零星
地出现了部分餐饮分布高值区。购物设施分布呈现出整体集聚和局部分散的特征，设施
分布的相对集中区主要以城市三环道路以内的核心城区为主，并在中关村街道、城北街
道和拱辰街道等个别城郊中心街道区域出现了少量高密度的购物设施分布。金融设施分
布存在明显双核结构的中心集聚分布特征，其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于东二环和东三
环附近的CBD区域、以及西二环以东的金融街区域，并在城市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的中
关村街道也形成了少量分布高值区。

教育设施分布呈现出典型的“大分散和小集聚”特征，说明北京市教育设施的热点
区分布比较均衡，但由于三环道路以内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较高，教育设施需求相对旺

图1 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识别技术流程
Fig. 1 Technical flowchart of identifying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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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使其高值区分布的数量也明显高于其他区域。由于三甲医院主要集中于老城区，医
疗设施分布整体上也呈现出中心高边缘低的空间特征，城市四环道路以内区域是医疗设
施高值区分布的主要集聚地，同时设施服务的空间距离衰减效应导致城市外围郊区成为
医疗设施服务的洼地。文体设施分布的高密度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二环道路以内的区
域，并在酒仙桥和宋庄等街道附近形成部分新的城市文化集聚区，文体设施分布数量也
相对较高。主要因为，二环以内老城区的文体设施建设历史较早，且是北京城市历史文
化保护的核心区域，致使大量文体设施在此集聚；另外由于新的城市更新改造和文化设
施功能定位，促使北京城市798艺术区和宋庄艺术区等城市近郊区域，也成为北京城市
文体设施集聚区。

养老设施分布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市四环道路以内的中心城区，并出现明显向城
市西北部偏移的趋势。主要因为北京市养老设施的服务半径相对较大，且设施选址受到
西部山区的优越地理环境影响而出现聚集。休闲游憩设施分布整体较为分散，仅在城市
三环道路内部区域有少量高值区集中现象，出现了“多点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由于

图2 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加权核密度分析
Fig. 2 Weighte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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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园为代表的休闲游憩设施服务范围有限，仍有大量城郊街道的休闲游憩设施服务享
有较差。交通设施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中心高边缘低和北城高南城低的空间特征，其空
间服务等级受到地铁线路和站点分布的影响明显。
3.2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识别

图3为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空间格局。图3a的北京市公共服务设
施集聚强度统计显示，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平均值为18分，整体上呈现出“中
心集聚和外围散点”并存分布的空间特征。其中，集聚强度较高的地区主要聚集在城市
四环道路内部，且北城地区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明显高于南城地区，并在城市
四环道路外的鲁谷街道、望京街道和回龙观地区等区域形成了部分近郊区的公共服务设
施集聚区。另外，在城市五环道路外围的清河街道和上地街道，以及远郊的大峪街道、
兴丰街道、光明街道和城北街道等也出现了少量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相对高值区，集聚
强度值均大于平均阈值18分。

图3b的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混合度分析发现，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混合度平均值为
5.67，混合度高值区分布整体上也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特征，但高值区的空间分布范围
却更加广泛，在城市中心地区和外围郊区街道均出现了大量的高值集聚区。但略有不同
的是，北京城市中心地区主要为高集聚强度高混合度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而城市外
围郊区更多表现为低集聚强度高混合度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图3c和图3d分别是按照

图3 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
Fig. 3 Cluster intensity and mixing degree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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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阈值提取后的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的集聚强度和混合度。
3.3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提取

借鉴以往研究关于城市建成区边界和就业中心等识别方法[39,47]，采用ArcGIS 10.3表
面分析工具集的“等值线”分析工具对识别出来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区栅格图进一步分
析，提取出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核密度等值线分布的相对高值区（图4a），并利用“线
转点”工具，得到所有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地理位置，然后通过比较不同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点处的集聚强度值，来揭示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服务等级体系。
图4b为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提取结果，共得到136个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
心，根据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集聚强度，按照自然间断法将其分为高、中和低3个
等级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

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数量最多且集聚强度最高，集聚中心数量达到53个，
集聚强度值为30~38分，空间分布主要以城市三环道路内部的中心城区为主，并在三环
道路以外的部分街道也有少量分布，如北三环外部的花园路街道、中关村街道和海淀街
道，东北四环外的望京街道，以及东三环外部的麦子店街道和团结湖街道。中等级公共
服务设施集聚中心数量共有55个，集聚强度值为24~29分，主要分布于城市三环与五环
道路之间区域，仅在五环道路外部的城北街道、胜利街道和清河街道等个别区域境内零
星存在。低等级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数量共有28个，且集聚强度相对较低，为20~23
分，主要集中在城市四环道路以外的拱辰街道、北苑街道和回龙观地区等郊区街道境内。

为进一步探索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空间分布规律特征，对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
心集聚强度与市中心距离、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建模分析。图5a的散点
图和拟合曲线分析显示，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集聚强度与市中心距离存在明
显的U型变化特征，即随着距市中心距离的增加，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集聚强度呈
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表明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集聚强度存在距离衰减
效应，且超过一定距离阈值后集聚强度又会有所上升，阈值拐点的出现距离大约为距离
市中心20 km处。这是因为，北京城市人口和就业郊区化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
公共服务设施需求，促使外围郊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集聚强度与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存在指数分布规律（图 5b），即随
着所在街道人口密度上升，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集聚强度表现出非线性的加速上升

图4 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分布
Fig. 4 Spatial pattern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 in Beijing

561



地 理 研 究 39卷

态势，表明居民的社会需求因素也是影响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集聚强度的重要因素。
但是由于同个街道可能存在多个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点，以及街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控制变量缺失等因素的影响，人口密度变量对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集聚强度的整体解
释力并不高。
3.4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

为检验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对居民满意度是否存在显著影响，通过多元回
归模型对二者的联系进行建模分析。模型的因变量为被访者的公共服务设施总体满意
度，解释变量包括被访者到最近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距离、市中心距离（天安门广
场）等空间区位变量，同时将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户口、职业类型和家庭月收
入等社会经济属性作为控制变量。多元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模型整体显著，F
值为8.63，对应的P值为0.000，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031。表2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
模型系数。

模型参数结果显示，两个空间区位变量对被访者的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均具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最近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距离和市中心距离的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028
和-0.005，说明被访者距离最近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或市中心距离越近，其公共服务
设施满意度越高。从两个空间区位变量的标准化系数比较来看，距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
心距离的标准化系数绝对值要大于距市中心距离，分别为-0.098和-0.051，说明前者对
北京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的影响相对更大。

被访者的部分社会经济属性变量也对其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与20岁以
下群体相比，30~39岁中青年群体的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相对较低，偏回归系数为-0.128，
这可能由于中青年群体的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类型多样化，且对设施品质的要求更高，容
易降低其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感知。与初中以下学历相比，大专或大学、研究生以上学
历等高学历人群的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显著较高，分别高出0.072和0.106个单位，说明
人力资本因素对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就户口而言，本地户口比外
地户口被访者的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显著要高，平均高出0.040个单位。这是因为户口因
素是影响北京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设施实际享有水平的重要制度障碍，本地户口通常比外
地户口居民能够享有更加健全的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内容。与3000元以下群体相比，随着
被访者的家庭月收入提高，其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也呈现出增加趋势，说明被访者的家
庭月收入与其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存在正相关。主要原因是高收入家庭的居住区位环境

图5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集聚强度的空间区位特征
Fig. 5 Spatial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cluster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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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自由度较大，一般会更青睐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更加完善的地区，其公共服务设施
满意度也因此相对较高。

4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
的形成机制

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
形成是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
作用的结果，虽然影响不同类型公共服
务设施空间格局的主导因素有所差别，
但主要受到自然历史因素、经济发展因
素、社会需求因素和规划政策因素等综
合影响（见图6）。

（1）自然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自
然本底条件对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
中心具有因势利导与制约作用。北京城
市西北部由于靠近山区，可利用建设用

图6 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形成机制
Fig. 6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 in Beijing

表2 北京市居民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的多元回归结果
Tab. 2 Multi-regression modelling results of residents’satisfaction with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Beijing

变量

截距

区位

性别

年龄（岁）

学历

户口

职业类型

家庭月收入（元）

类型

最近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距离

市中心距离

女性

20~29

30~39

40~49

50~59

≥60

高中

大专或大学

研究生以上

本地户口

技能型职业

3000~4999

5000~9999

10000~15000

15000~20000

20000~30000

>30000

偏回归系数

3.453***

-0.028***

-0.005***

-0.027

-0.115

-0.128**

-0.093

-0.121

-0.029

0.041

0.072*

0.106**

0.040*

-0.037

0.047

0.159***

0.170***

0.164***

0.215***

0.249***

标准误

0.08

0.00

0.00

0.02

0.07

0.07

0.07

0.08

0.12

0.04

0.04

0.05

0.02

0.02

0.04

0.04

0.04

0.05

0.06

0.07

t值

41.90

-6.89

-3.59

-1.35

-1.62

-1.80

-1.27

-1.52

-0.24

1.04

1.83

2.03

1.75

-1.60

1.13

3.94

3.92

3.29

3.50

3.54

P值

0.00

0.00

0.00

0.18

0.11

0.07

0.20

0.13

0.81

0.30

0.07

0.04

0.08

0.11

0.26

0.00

0.00

0.00

0.00

0.00

标准化回归系数

-0.098

-0.051

-0.019

-0.079

-0.083

-0.048

-0.042

-0.004

0.025

0.049

0.041

0.026

-0.023

0.027

0.105

0.096

0.065

0.061

0.057

注：性别参照组为男性；学历参照组为初中以下；户口参照组为外地户口；职业类型参照组为非技能型职业；

家庭月收入参照组为＜3000元；*、**和***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0.1、0.05和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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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有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和集聚中心的形成，但其临山环
境却为建设公园等休闲游憩设施提供了先天便利，同时宜人的自然环境也吸引了大量养
老机构设施在此布局。北京城市三环道路内部是城市发展的主城区，发展历史悠久，经
历了长时期的城市发展累积效应，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分布丰富，且设施品质
较高，同时由于占据城市地理中心位置具备十分便捷的公共交通，为其形成大量的高等
级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提供先天便利。

（2）经济发展因素的主导作用。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决定公共
服务设施供给水平分化和集聚中心形成的主导因素。北京城市三环道路以内的主城区是
各类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提供
了财力保障，促成了大量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出现。另外，像城市外围的望
京街道、亦庄经济开发区和首都机场等重要节点地区，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高地，同样
拥有相对较高的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水平。对比而言，北京城市外围郊区由于城市人口和
经济集聚度均相对较低，仅能够配备一些低等级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配
套水平整体滞后，尚未形成独立自足的公共服务中心，很多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功能仍然
依赖于主城区提供，仅在少数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外围区域形成了一些低等级的公共服
务设施集聚中心。

（3）社会需求的调节作用。公平与效率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基本原则，公平
原则要求保障所有城市居民均能够享受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机会，效率原则强调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的服务质量和可持续性，不能为了追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绝对公平而牺牲
服务效率。常用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千人指标”主要通过居住区人口数量分布数
量多少来决定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等级和规模，同时参照居民人口分布社会需求类型
对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进行差异化调整。图5b结果验证了人口密度分布等社会需求因素对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影响，如人口分布集中的城市郊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
也可能形成部分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以满足附近居民的日常公共服务设施需求。

（4）规划政策的引导作用。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对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具有
空间指引作用。北京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的规划功能定位，直接影响了该地区产业发展方
向和可享受的公共服务设施资源。例如，西城区金融街因其金融功能定位成为金融发展
的高地；海淀区受到科教功能定位影响，各类教育资源分布广泛；朝阳区的798艺术区
由于定位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实现了大量文化设施资源的空间集聚。此外，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城市土地、住房和财税等领域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也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
供给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由政府单一主体供给为主逐渐转变为政
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多主体供给。而不同供给主体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益偏
好和区位选择差异，却造成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的空间分异，如具有较强盈利性质的
经营性服务设施和追求高效率的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受到服务门槛人口的影响，更加青
睐于在中心城区布局，相反低等级的公益性设施更加重视分布的公平性，散落于城市内
部各个地域，最终导致了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数量和集聚强度的空间分化。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1）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热点区分布模式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中心边缘结构，但

其具体的空间分布模式却有所差异，主要受到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数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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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半径差异的直接影响。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集聚强度和混合度分别呈现出“一
心五片”与“一核多点”的空间特征，表明北京城市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规
模强度和多样性均占据显著优势，同时在城市外围地区也形成了不同数量的分布高值区。

（2）根据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的等值线分布进行综合判定，最终
识别出136个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高、中和低等级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数量分别
为 53个、55个和 28个。其中，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主要集中于三环道路内部
的中心城区以及中关村街道和望京街道附近地区，而低等级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分布
以四环道路以外的部分近远郊街道为主。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集聚强度与市
中心距离存在明显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特征，而与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存在指数分
布规律。

（3）多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最近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距离对北京城市居民公共
服务设施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其相对影响强度超过了“市中心距离”另一空
间区位变量。说明北京城市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服务能级强度和多样化需求越来越重
视，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可达性，有助于改善居民的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
同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市中心距离较远造成的空间区位劣势影响。另外，年龄、学
历、户口和家庭月收入等社会经济属性变量也对北京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产生
显著影响，这与其他学者关于北京的研究结论比较相似[10,48]，说明需要重视北京城市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的社会公平性。

（4）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形成机制可以总结为自然历史因素的基础作
用、经济发展因素的主导作用、社会需求因素的调节作用和规划政策因素的引导作用。
5.2 讨论

最新一轮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
结构，从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识别结果来看，首都功能核心区和中心城区为重点的公
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已经基本形成，通州“副城”和其他郊区县核心街道构成的“多
点”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也初具雏形，但其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服务能级还有
待提高。与其他学者关于北京市就业中心识别结果相比[1]，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
的多中心化趋势更加明显，这反映了公共服务设施作为社会服务业的特殊性，其空间配
置遵循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但与居住人口中心比较，不少郊区人口中心分布地区的公
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建设仍然相对滞后[2]，表明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建设的空间
公平性仍需改善。为此，政府部门应积极引导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要素的合理集聚，
减少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建设的短板内容，促进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多中心建设，
尤其是应增加通州副城和郊区县街道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数量和服务能级，着力提
高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可达性和服务品质，将有助于改善居民公共服务设施
满意度。

本文的研究贡献包括至少两方面：一是拓展了传统基于就业或人口多中心城市的研
究内容，从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视角对北京市多中心空间结构进行了详细解读，研究
发现对优化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和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中心体系建设具有重要
参考；二是提出了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识别的技术方案，考虑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
施点要素的服务半径和质量评价，改进了过去主要利用统计观测空间单元的公共服务设
施数量或密度来识别城市多中心结构可能导致的偏误，打破了传统城市多中心识别的行
政单元地域限制，并用微观宜居城市调查数据检验了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对居民满意
度的影响，可为从精细尺度识别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提供技术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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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存在一些研究不足有待改进。一是本文主要从形态多中心视角对北京城市公
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进行了识别，评价结果重点关注公共服务的相对优势集中区域，关
于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阈值标准的合理设定及其功能多中心性还有待继续探
究。二是虽然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空间分布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得到了验证，但其是
否对整体城市空间结构产生显著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三是后续研究还需要加强对不
同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公共服务功能类型和空间覆盖范围，以及公共服务设施集聚
中心的动态演化特征与影响机理等方面开展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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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ing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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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 are not only the concentrated areas for the
divers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but also the hot spots area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onsumption and demonstration areas of urban vitality. While previous polycentric city
literature have focused on job and population subcenters, very little is known about multi-
center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Using spatial points data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Beijing,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weighte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contour
analysis methods to identify the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 in Beijing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ir service radius and quality among different types and grades facil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hotspots are varied, all of them have presented a similar center-edge spatial pattern.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cluster intensity and mixing degree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display“one center with five sub-regions”and“one core with multiple points”, respectively.
There are 136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 totally identified within the study area,
whose cluster intensity presents a U- shaped change by distance to the city center and an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by population density.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ling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distance to the closest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 residents’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Beijing, and its
impact intensity is much stronger than that of distance to the city cente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 in Beijing include the basic role of natur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the leading ro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tors, the regulating role of
social demand factors in addition with the guiding role of planning and policy factor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patial equalizatio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 in Beij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number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 in urban fringe
areas should be moderately increased, especially for the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
with higher concentration intensity, which could promote to dismantling non-capital functional
industries and population from the central city zone to the suburbs.
Keywords: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centers; satisfaction with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
ties; weighte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contour lines analysis;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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